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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1978-2018）的小说无疑是

当代文学史中最浓墨重彩的部分，今天我们来探

讨这样一个历史时段的文学，既是近距离，又是

远距离。远距离是时间已经过去40年，从1978

年开始的新时期文学，已然成为历史。而正在发

展变化的文学过程，刚刚过去，又是超近的距

离。我在这里重点阐发改革开放这样一个伟大

的历史时期对小说的外部和内部的巨大影响，它

催发出的小说思潮和小说变革成为五四新文学

诞生以来的又一个高光时刻。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在《文

心雕龙》里的这句话描述改革开放与文学创作的

关系是非常确切的。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国

家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都取得了很大

的发展，文学与改革开放一起呐喊、一起前进，成

为改革开放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文变

染乎世情”。中国社会的变革与转型在1978年

被推至一个临界点，这一时期既意味着巨大的机

遇，也意味着一个持续的“乍暖还寒”的险境。

1977年《班主任》的发表也是呼应了时代，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从封闭保守、

强调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到认同现代化大趋势

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大势。

1978年底，《文艺报》和《文学评论》联合召

开了140余人参加的“作家作品落实政策座谈

会”。以这次会议为新起点，文艺界才开始“落实

政策”，恢复大批作家的名誉和自由，也就是说改

革开放为文艺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1979年第4期的《上海文学》推出了李子云和周

介人的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

争的工具”说》，并提供专栏展开讨论。这是文学

对政治过度介入的一次公开的反拨，也是一次对

文学艺术审美本质的呼唤。这次“为文艺正名”

的讨论具有一种历史性开端的意义。

现在的文学史把“伤痕文学”、“反思文学”、

“改革文学”作为历时性的三股文学思潮，好像是

不断进化的一个文学的过程，而今天我们重新来

阅读这些作品，发现不是直线的进程，三者有时

候是相互交叉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作为短暂

的文学潮流在一定程度上控诉并释放了大众对

于民族灾难和个体创伤的哀怨，接下来需要重新

面对新的生活，因此改革文学代替伤痕文学、反

思文学的主潮也是时代所需，具有时代历史的必

然性。“春江水暖鸭先知”，中国的作家先感受到

时代春风的来临。同时，文学也反映出人民的心

声，能够及时地传达老百姓对社会变革、对社会

进步的诉求。作家通过写作品来呼唤时代变革，

呼唤社会进步，呼唤我们对旧有的陋习、旧有的

陈规进行变革性的改造，比如王蒙的《说客盈

门》、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刘心武的《班主

任》、何士光的《乡场上》、张抗抗的《夏》都隐隐地

昭示着现实的变通的诉求，《说客盈门》带有“问

题小说”的直白和真切，它首先感到现实的困局，

期待时代的变革，是改革的潜在的呼唤。

1979年 7月，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问

世，改革文学就此开启，与“伤痕文学”和“反思文

学”共时发展。改革文学是一种对中国当代现实

的发展变化做出直接回应的文学，不仅客观记录

了改革的进程和艰难，也呈现出现实的种种弊

端。可以说，改革文学全景式地展现了转型与改

革的社会场景，并深刻地书写出中国人对于现代

化的期待与渴望，以及对于纠缠于新旧之间的改

革的忧与思。如果说改革是一场大戏，那么改革

文学则是这场戏剧的生动的脚本，里面记录了民

族心理的脉动。《乔厂长上任记》《三千万》《沉重

的翅膀》《鲁班的子孙》《花园街五号》《祸起萧墙》

《改革者》《燕赵悲歌》《鸡窝洼的人家》《新星》《开

拓者》等都是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优秀的改革文

学作品。

改革文学之所以受到欢迎和关注，也是因为

这种文学真实地展现了民族变革的热望并承载

了大众的梦想，作品中改革者的形象为民族提供

了可以参照、甚至膜拜的偶像，契合了大众对英

雄的期待心理。时代造就了英雄，也呼唤着书写

英雄的文学，许多作家被时代改革的氛围所感

染，陆文夫在创作《围墙》时就说他的目的就是支

持改革者。这也说明改革文学的创作者与时代

的步伐是休戚相关的，迎合了时代审美的“胃

口”。《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新星》中的李

向南、《沉重的翅膀》中的郑子云等都是改革文学

浪潮中的英雄，作家通过文本建构出一个个有魅

力、能产生正向价值影响的改革者形象，这些形

象受到了热烈的追捧，反过来也激励着现实改革

中的类似形象的现身，因为民族的新生需要偶像

的重构。

改革文学热潮四起，但那个时候的作品基本

模式还是改革与保守的二元对立。随着改革进

入深水区，上世纪90年代初期，河北的“三驾马

车”谈歌、何申、关仁山分别写下了《大厂》《信访

办主任》《大雪无乡》，这些作品也是以广阔的农

村和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主战场，书写改革进程中

的社会阵痛和突围。《大厂》是这一时期改革文学

的代表作之一，此时的改革矛盾不再是简单的二

元对立，而是涉及形形色色的人物，也不再是依

靠个别英雄来完成改革的图景。这一时期的小

说呈现出更为复杂更为交错的原生态。

90年代后期，中国的改革不断推进，改革中

出现的矛盾冲突加剧，官场出现了腐败现象，改

革与反腐在作家的笔下产生了一种新的联系。

原先的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冲突往往还是观

念上的差异，到了90年代之后，利益的冲突成为

改革文学新的焦点，如柳建伟的“时代三部曲”

（《北方城郭》《突出重围》《英雄时代》）、周梅森的

“改革三部曲”（《人间正道》《天下财富》《中国制

造》）、张平的《抉择》《天网》、陆天明的《苍天在

上》。以《英雄时代》为例，小说选取的是党的十

五大关于国企改革、发展民营经济、政府机关机

构改革等一系列政策实施之后，中国在向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艰难历程以及

同期人们的生存境遇，重点探讨了价值标准多

元无序等现实问题对中国当代人命运的全方位

影响。这些作品继承了改革文学的精神，又写

出了改革的复杂性。直到今天，反腐文学的生

命力依然很旺盛，因为作品触及了改革深处的方

方面面，对当下的现实场景有着深刻的描写和真

实的呈现。

改革开放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变化，也带来生

活的急剧动荡，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改变了中国社

会的面貌，各个社会层面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

化，而小说家敏锐地捕捉到这些剧烈或细微的生

活差异，构成了新的文学板块。

本世纪初，打工文学的出现，意味着改革开

放对文学的影响从时代的层面转向对新的社会

群体的关注。“打工”是改革开放以后农民进城的

一个特定的方式，也是沿海地区最为常见的生存

状态。“打工文学”这个定义虽然缺少严密的界

定，也经历了一个从模糊到清晰、从边缘到中心

的过程。在后来“窄化”的过程中界定为主要创

作者和题材内容集中在打工者中，也就是说打工

文学主要是打工者写的文学，同时也是写打工者

的文学。打工文学拓展了文学的题材写作领域，

也打破了传统的文学生产模式，是一种典型的

“我写，写我，我看”的模式，门槛低，互动性强，而

且是真正的接地气。打工者最早出现于广东省

部分地区与长江三角洲一带，他们除了物质生活

上的要求之外，还有着强烈地对城市生活方式的

渴望，以及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后来随着年轻作

家王十月、诗人郑小琼等人的作品的问世，打工

文学在艺术上逐渐成熟，得到了更多的认可。王

十月的《无碑》《烦躁不安》《31区》等长篇都具有

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命运之痛，是打工文学中的代

表作品。

比之打工文学更有历史感和生命力的是都

市文学的兴起，也是改革开放之后才能出现的。

1994年6月，《钟山》杂志和德国歌德学院北京分

院在南京召开了城市文学研讨会，这是迄今为止

第一个大规模的关于城市文学的研讨，意味着中

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在20

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曾经出现过写城市的风

潮，当时有新感觉派的“生与色”的书写，有茅盾

的社会剖析的《子夜》书写，40年代则有张爱玲

的传奇式书写。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的书写逐渐

显现出来，到了90年代则有王安忆的《长恨歌》，

前几年还有金宇澄的《繁花》，这些都是描写都市

的经典作品。现在年轻一代对于城市的书写，已

经从城市外在的变化的描写转向了对中产阶级

或准中产阶级焦虑的表达。

这些新的小说板块的出现，打破原先乡土小

说一统天下的格局，另一方面，乡土小说在近年

来也出现“再书写”的转机。一个特征体现在对

农民精神家园失落的描写，写回不去的无归宿的

苦楚。上世纪70年代末期，高晓声的《陈奂生上

城》拉开农民进城的序幕。这序幕是进城小说的

序幕，也是生活中中国农民进城的序幕。进入新

世纪之后，农村城镇化的推进，加深了乡村文明

的变迁和动荡。乡村文明的挽歌在作家的笔下

缓缓地流了出来。“再书写”的一个特征就是对家

园的告别之后的回望，以及回望之后回不去的喟

叹。莫言小说中的“恋乡”和“怨乡”，曾打动无数

读者。近些年来，大量的小说以“故乡”“还乡”作

为书写的主题，和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那场“进

城”（打工潮）遥远的呼应。这从另一个维度表达

了改革开放之后人们心灵的波澜。

今天我们来看待各种各样的小说形态，并不

会诧异，但是当初文学界曾经为“三无”小说引起

一番不小的争论，“三无”小说指“无情节”、“无人

物”、“无主题”的带有实验性的作品，常常和意识

流小说形态相关。而今天，这类“三无”小说显然

没有发展成主流，更多的小说还是充满现实主义

精神的“三有”之作，再者，这种充满主观情绪的

小说出现了，也不会有人大惊失色去指责。这说

明，小说观念已经从单一的定于一尊的某种小说

模式走向了多元开放的小说价值观。当然，这种

价值观的形成也经过了反反复复的过程。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梁启超提出的小说观使小说的地位得到跃升。

改革开放后，小说地位的不断调整，与小说观流

变相伴的是小说地位的不断变化。改革开放拉

开大幕，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人道主义反抗极

左思想，小说获得极强的轰动效应。1984年之

后，在“文本自身建设”的小说观下，先锋小说大

量涌现，疏离、解构传统叙事模式。小说观出现

分化：伤痕、反思、改革小说创作和政治关系紧

密，寻根、先锋、新写实小说等则指向文化和审

美。前者注重意识形态导向及社会效应，后者强

调文学的审美、拥抱个性、自由。1988年，王蒙

发表了《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之后》，文章揭示了

在社会开放、作家分化、“严肃文学”或“纯文学”

被边缘化等大趋势面前文学界的反思和期望。

经历“文本自身建设”的“先锋”浪潮后，在冷寂中

中国作家的小说观继续完善。90年代后期，先

锋作家开始回归现实主义传统，新写实小说家持

续开疆辟土，各种流派的小说观多元并存。21

世纪，商业社会背景下，“主旨在娱”的小说观与

互联网新传媒联姻，网络小说大行其道；一种将

生存法则、行业潜规则植入小说的类型小说受到

大众的热捧。纯文学与网络文学、类型小说的分

野，是精英与草根的小说观的分野，也是一次回

归或是小说观念的再度更新。

小说观念的变革来自国门的打开。纵观中

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最早“开放”的来自文学艺

术。70年代末期，大量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就陆

陆续续翻译出版，西方小说观念重新成为小说家

创作的理论资源。1978年朱虹在《世界文学》第

2期发表的《荒诞派戏剧述评》，从1979年初开

始，袁可嘉、陈焜、柳鸣九、赵毅衡、高行健、孙坤

荣、陈光孚等人相继发表文章介绍现代派文学的

状况，1980年，袁可嘉、郑克鲁等编选《外国现代

派文学作品选》（八卷本）出版。

1979年至80年代初，王蒙的《春之声》等一

系列小说、茹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宗璞的

《我是谁》等都不约而同地显示出“意识流”的痕

迹。1982年，冯骥才、李陀、刘心武、王蒙4人所

写的信，被称为“四只小风筝”。冯骥才大声疾呼

“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据洪子诚统计，

1978年到1982年短短5年间，全国主要报刊登

载的译介、评述、讨论现代派文学的文章，约有

400余篇。1984年和1985年“走向未来丛书”、

“面向世界丛书”、“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等译作蜂

拥而至。1987 年《收获》第五期“先锋作品专

号”，余华、苏童、格非、马原、孙甘露等“先锋作

家”集体登场。90年代后，作家“文本意识”普遍

增强，不少声名显赫的中国小说家，身后是一个

或一批外国小说大师的影子。痛定思痛，小说家

开始反思。这种回流场景出现在1985年，当时

一些年轻的作家在受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冲

击之后，有意避开西方文学的路径——路径依

赖，是当代小说家创作的一个瓶颈。每个成功的

小说家背后，都站着一个西方的大师。

寻根文学的初衷是为了及早地摆脱西方文

学现代派的路径，但是由于自身文化的限制，寻

根变成了理论的探索而不是小说的探索。“根”最

后被一些作家简单地理解为生命的蛮荒和生理

的本鞥，或者理解为文化的原初形态，一些民俗

和伪民俗被当作小说的本质充斥到小说里。脱

离现实、逃避人生，一味追求小说的异域风光和

蛮荒景观。寻根文学最后景观化的展示，经历了

短暂的热闹之后很快退潮。“新写实”小说的兴

起，在否定之否定之后，1988年，《文学评论》和

《钟山》联合召开的“新写实与先锋派”的会议，现

在看来是一次转折。重新认识现实主义，当然也

重新认识现代派，影响深远。

中国小说家接受全球文学潮流的冲击和影

响，小说观念获得前所未有的变异和发展，格局从

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样。小说开放随着

改革深入，最终产生一种“文化回流”，世界文学潮

流冲击中国，也增强了我们的文化自信。接受“现

代主义”而保有中国本色的小说家汪曾祺，其价值

因此被重估。独特的中国文化令《红高粱》《白鹿

原》《长恨歌》《尘埃落定》等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

方法的长篇巨制大放异彩，中国作家的文化自信

得以迅速增强，这是对文化寻根的一次否定之否

定，“开放”之后中国小说回归到民族本土。

改革开放40年的文学创作，硕果累累，尤其

在小说创作方面，塑造了一大批我们耳熟能详的

典型人物陈奂生、香雪、高加林、巧珍、乔光朴、李

向南、倪吾诚、章永璘、许三观、福贵、张大民等，还

有王朔笔下的顽主、姜戎笔下的“狼”，都与五四新

文学的阿Q、祥林嫂、吴荪莆、老通宝、骆驼祥子以

及“红色经典”里的小二黑、朱老忠、林道静、梁三

老汉等成为新文学人物画廊中的标志性人物。

这些人物的生命力旺盛，至今常常被人们提及。

这一时期的小说摆脱之前的“高大全”模式，

写出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改革开放之

前的小说曾出现大量福斯特所说的“扁形人物”，

这类人物是漫画性的，人物某一方面的特点被突

出甚至被夸张，形象简单粗糙。而我们上述说到

的人物，不再是简单的概念化的人物，而是透露

着生活地气的“圆形人物”，人物性格具有成长性

和复杂性。他们都堪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

物。另一方面，由于小说观念的嬗变，人物也不

再是衡量小说成败的惟一标准。改革开放后，在

新的小说观的影响下，人物和故事不再是两张

皮，而是产生融合，互为表里。一部分小说家尤

为注重审美意趣、文化意蕴，他们重返五四时期

“现代主义”所开创的小说传统，返回以意境营造

为核心的叙事传统，一些小说家淡化了故事情

节、消减了人物形象塑造，称之为“散文化的小

说”。王蒙一方面塑造了鲜活的人物，另一方面

则着力于意境、意象塑造的尝试，《春之声》《夜的

眼》《风筝飘带》《杂色》蔚然领风气之先。近些年

来，王安忆的小说《闪灵》等非常像随笔作品，而

迟子建的《候鸟的勇敢》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也表

现得漫不经心，或许是中国作家对法国新小说

“去人物化”写作的某种尝试性呼应。

小说作为叙述的艺术，经历了“说书人”模式

到现代小说叙述模式的巨大转变。以叙事学的

角度考察叙事模式的更新，可以通过叙事时间、

叙事视角、叙事组织来进行。改革开放以来，小

说最大的变化在于叙述形态的多样化，之前的小

说叙事基本限于全知全能模式和第一人称“我”

的叙述模式，前者如梁斌的《红旗谱》，后者如杨

沫的《青春之歌》。《青春之歌》用林道静的视角来

叙述故事，实际是潜在的第一人称。王蒙的《杂

色》以马的视角来叙述，莫言的《红高粱》依赖“我

爷爷”这样超时空的叙述人，方方的《风景》采用亡

婴的视角，都是改革开放之后才有可能出现的“机

智叙述”。这些叙述的尝试也成为后来小说的模

板，为更多的后来者所采用或借鉴。

成功的小说叙事来自于富有个性的叙述语

言。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西方发生了“语

言论转向”，波及整个人文学科，“人开始在语言

中思考”，并开始对人的理性和人的经验的可靠

性发生质疑。在80年代中期以前的中国当代小

说中，书写社会、生活、人生是焦点，语言只是作

为“形式”，一种表达的工具。随着西方形式批评

理论的引进，中国小说也开始走向对文学本体的

探索，开始关注语言、叙事及文体的存在，语言的

独立性和重要性开始凸显。汪曾祺的《受戒》《大

淖纪事》等作品虽然与当时的现实语境和流行话

语有些隔膜，但通过独特的具有古典韵味与民间

文化情怀的语言，作者最终呈现出具有自己风格

的文学作品。重要的是，他的风韵引领了一种关

注语言的风尚。当然，汪曾祺也同样具有理论上

的自觉意识，比如在1983年他明确地说到：“写

小说就是写语言”。80年代中期，《你别无选择》

《透明的红萝卜》《小鲍庄》《冈底斯的诱惑》等大

量充满陌生气息的作品登场，小说创作出现了大

面积的异动现象。新的理论和王蒙、汪曾祺、莫

言们的创作实践，让中国作家对小说叙述有了新

认识，促成了小说叙述的丰富和更新。从80年

代持续到本世纪初，作家考虑从“写什么”内容到

“怎么写”的转移，生动见证了小说形式所受到的

重视，也改变了语言的工具论地位与“风格学”的

范畴，使之上升为叙述的本体。

虽然40年小说五彩缤纷，创新频频，但取得

成就最高的还是写实主义的小说。虽然40年间

那些名目繁多的形式创新让写实主义的小说显

得有些苍老，但繁华落尽，沉淀下来的好作品依

然是那些具有强烈写实精神的作品，《小说选刊》

最近和中国小说学会联合举办的“改革开放40

年40部最有影响力的小说”评选活动中，入选的

40部作品几乎全是《白鹿原》《长恨歌》这样的写

实性作品，连余华、苏童、格非这样标签明显的

“先锋派”作者，入选的《活着》《妻妾成群》《望春

风》也是写实型的作品，而不是实验性强的《在细

雨中呼喊》《1934年的逃亡》《青黄》。先锋作家

的转型，再次证明了写实主义持久的生命力，形

式主义是有限的，而写实主义是无限的。

但今天的写实小说和之前的现实主义有着

巨大的变化，就是融进了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

义的很多元素，尤其在叙述主体方面显得更为“写

实”。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肯

定了五四时期现代主义作家对叙事时间的自如运

用，但他在考察叙事视角的运用时，发现只有鲁迅

和凌淑华曾以纯客观叙事写过小说。1953年，罗

兰·巴特发表了一篇文章《写作的零度》，“零度写

作”指作者在文章中不掺杂任何个人的想法，完全

是机械地陈述或描述，也就是零度叙事。改革开

放后，作家们迅速系统掌握了这项叙事技术，余

华的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以细致的描写替

代了故事的讲述，像摄像机一样记录一个少年的

远行，读者几乎是通过他以文学描述出来的画面、

人物动作，观看了一个故事。“新写实”的特色是还

原生活、零度写作、与读者对话，纯客观叙事随着

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受到作家们的青睐。如果从

叙事组织来考察，不难发现两种极端，人物关系、

事件关系在改革开放之后变得要么更为疏离，要

么更为紧密。一部小说的组织模式可以分为两

个层面：显性的组织和隐含的价值。人物关系、

事件关系的疏离处理，可以带来更强的审美效

果——小说在审美层面是作家与读者展开的一

场隐秘的对话，疏离产生更强烈的审美张力，这

是对隐含的价值的追求；人物关系、事件关系的

紧密处理，常常表现为人物身份的立体化，立体

身份产生立体的人物关系，它们合力，产生强劲

的推动力，使小说显性的组织富有质感，让人物

和事件产生复杂而丰富的意义。

这里不得不说风靡文坛多年的“新写实小

说”，80年代末90年代初，方方的《风景》、池莉的

《烦恼人生》、王安忆的《小鲍庄》、李锐的《厚土》、

刘恒的《伏羲伏羲》、余华的《河边的错误》《现实

一种》、刘震云的《塔铺》、朱苏进的《第三只眼》等

小说超越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既有范畴，既

体现出了对西方文学流派的借鉴，也显现出对中

国小说传统的继承和回归，被命名为“新写实小

说”。新写实小说在今天来看，是现实主义在中国

踏出的坚实脚印，它为先锋文学的落地和转向提

供了强有力的支撑。1985年前后，先锋文学如火

如荼，马原、余华、苏童、叶兆言登上文坛，以独特

的话语方式进行小说文体形式的实验。毋庸置

疑，先锋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进程中一个重要的

文学现象。从肇始之初的“先锋实验小说”到后来

的“返璞归真”，先锋派的作家们走出了一条饶有

意味的文学创作之路。《米》《妻妾成群》《活着》《许

三观卖血记》等小说发表，意味着先锋作家减弱了

形式实验和文本游戏，开始关注人物命运，并以较

为平实的语言对人类的生存和灵魂进行感悟，现

实深度和人性关注又重归文本。

先锋的转型反过来又影响到原先比较写实

的作家，陈忠实、刘恒、刘震云等原本是非常写实

的叙述，之后融进了一些新的叙述理念，用一种客

观的、没有任何主观意向的叙述语调，将生活原

生态进行了还原，因而，小说没有价值观的导向，

没有爱憎，人物既不崇高也不卑贱，他们只是本色

地活着、存在着。新写实小说不按照某种理想来

选取生活现象，也就无需突出什么、回避什么、掩

饰什么，正是这种客观还原和零度叙述，使得小说

具有了作者和读者“对话”的可能，“新写实”之后

被放大、被泛化，不论是90年代出现的刘恒《贫嘴

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刘震云的《一地鸡毛》还是今

天马金莲的《长河》、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

无论是90年代的《长恨歌》还是今天的《繁花》，我

们可以看出，作者叙述语调的平和和冷静，可以看

出与小说叙述者叙述态度的一脉相承。

或许这正是一种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写作，

既不同于福楼拜的自然主义倾向的现实主义，也

有别于巴尔扎克的批判现实主义，同时也区别于

苏联的革命现实主义，更不是法国“新小说派”物

化的现实主义，而是融合中国现实精神和传统文

化内蕴的新写实精神。同时又是开放的现实主

义，对外来的小说精华大胆地拿来。这是开放的

小说硕果。

责任编辑：行 超 电话：（010）65914510 电子信箱：wyblilun@163.com 文学评论 2018年11月12日 星期一

改革策动与小说回应

“兴废”：

“春江水暖鸭先知”，中国的作

家先感受到时代春风的来临。同

时，文学也反映出人民的心声，能

够及时地传达老百姓对社会变革、

对社会进步的诉求。作家通过写

作品来呼唤时代变革，呼唤社会进

步，呼唤我们对旧有的陋习、旧有

的陈规进行变革性的改造。

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写作，既不同于福楼

拜的自然主义倾向的现实主义，也有别于巴尔

扎克的批判现实主义，同时也区别于苏联的革

命现实主义，更不是法国“新小说派”物化的

现实主义，而是融合中国现实精神和传统文化

内蕴的新写实精神。同时又是开放的现实主

义，对外来的小说精华大胆地拿来。这是开放

的小说硕果。

改革的呼唤改革的呼唤 小说的开放小说的开放
————论中国改革开放论中国改革开放4040年的小说年的小说 □□王王 干干

回首四十年回首四十年
放歌新时代放歌新时代

小说探索的深化与优化

硕果：

小说观念的开放与更新

“文变”：

改革开放40年的文学创作，在

人物的塑造、叙述的创新、写实的

优化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

中国小说家接受全球文学潮流

的冲击和影响，小说观念获得前所

未有的变异和发展，格局从封闭走

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样。小说开

放随着改革深入，最终产生一种“文

化回流”，世界文学潮流冲击中国，

也增强了我们的文化自信。


